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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  希望不在巴黎大会 
 

刘元玲 
 

  根据联合国的既定谈判进程，11月 30日至 12月 11日，第 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

将在法国巴黎召开，将近 200个国家以及相关非政府组织的领导将出席，集中讨论如何通过集体

行动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巴黎气候大会是当前国际社会的优先议题之一，必须要出现一个

重大转折，以标志着全球各国对抗气候变暖的信心和决心。与此同时，各路媒体也不断宣称此次

大会是拯救地球的最后机会，并呼吁不要重蹈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覆辙。 

  一次承上启下的大会 

  作为国际气候治理进程中一次承上启下的大会，此次巴黎峰会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深远的影

响力，值得重视。所谓“承上启下”，是指:国际气候治理的旧制度安排，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实践

检验后，绝大部分已基本宣布失效，亟待改革。本届巴黎峰会如何在层峦叠嶂的问题丛林中杀出

一条血路，在全球气候形势越来越严峻、留给人类解决问题的时间越来越紧迫的情况下，为国际

社会指明一条前进的方向，从而为全人类点亮希望之光。 

  自 1990年联合国常委会批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谈判至今，国际气候谈判已经走过

了 25 个年头，历届谈判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

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 

  为实现该目标，公约自上而下地提出诸多原则和制度设计，其中首要原则是:各缔约方应在公

平的基础上，并根据他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

统，因此，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当率先对付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简称“共区原则”。 

  与此同时，UNFCCC在设立之初还设定了减排进程，建立了长效机制，使政府间报告各自温

室气体排放和气候变化情况，为实现共区原则采取了双轨制的谈判模式以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的责任与义务，并签订了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提出了强

制减排要求，要求发达国家统一推动资金和技术转让，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承诺采取

措施以争取 2000年世界温室气体排放量维持在 1990年的水平。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该制度安排具有科学合理性，体现了国际社会应有的公平正义原则。 

  然而，该制度安排在一开始就遭遇诸多挑战，在面临重重困境下，不得不主动或者是被动放

弃了很多核心要素。例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历历在目，但是体现二者差距以反

应国际社会公平正义的“共区责任原则”基本上面目模糊。 

  这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并没有达到国际气候治理的目标，因此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

际社会开始新治理模式的探索以更好地应对该问题，哥本哈根大会正因此被寄予厚望却无功而

返。正式在这个意义上说，巴黎气候大会持续具有承上启下的特殊意义和价值。 

  INDC更像是无奈之举  

  巴黎峰会能否给我们一个华丽转身?能否化阻力为动力从而点亮希望的灯塔以引领国际气候

治理的前进方向? 

  应对气候变化，希望不在巴黎。 

  事实已经表明曾经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基本上宣告失败。这是因为:尽管国际社会可以“自上”

制定宏伟目标，但缺乏“自下”的努力，雄心勃勃的顶层设计抵不过无所作为的底层现实。而国

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对那些不合作的国家除了采取舆论谴责和一声叹息外，所能做的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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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例如，当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拒不履行发达国家的责任，国际社会也是无计可施。

这样，当初锁定的目标也难免成为镜花水月。 

  作为一种应对，2013年华沙气候变化大会上提出了“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INDC)的减

排承诺机制。按照该规定，各国在 2015年 10月前提交各自的 INDC文件，联合国负责相关的监

督等职责。对此，有人提出这种基于各国理性判断的减排目标设定将最大限度的发挥各国的主动

积极性，从而为国际气候治理提供活力和希望。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实现各国利益优化和国际社

会的集体应对行动可以很好合二为一，达到优势互补。 

  但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过于乐观的判断。无论对家庭、国家还是国际社会而言，我们所拥有

的资源空间是有限的，与之对照的是个体和各国的欲望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中都是可以无限

的，这一矛盾使得立足于满足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制度设计最终结果并非完美有时反而酿成灾难。 

  就气候变化而言，零和博弈的色彩更为突出，因为一旦限定了排放空间，那么任何一国多排

放，必定意味着其他国家少排放，与之相关的经济利益就要受到压制。因此，崇高的国际理念与

现实的国家利益相遇，前者往往甘拜下风，“为全人类明天而奋斗”要么直接让位于“为本国人

民当下幸福而努力”，要么将后者包装成前者，从而让国际社会的集体利益趋于无望。 

  从这个意义上讲，INDC的提出更像是无奈之举而非明智之举，已经有研究指出 2030年的减

排目标基准量和各国提交巴黎协议的 2030 年减排总预算之间存在大约 200 亿到 250 亿公吨碳当

量的差距，这一巨大的差距所表明的恰恰是该制度设计的显著缺陷。因此，如果自上而下的目标

设计由于得不到各国的配合最终告吹，那么自下而上的贡献目标则很可能由于力度不够，最后还

得告吹。 

  目前，力度不够已经是明摆的现实，雪上加霜的是即便这力度有限的计划，也面临巨大的现

实挑战。气候问题上的“老领导”欧盟在目前几大危机叠加的现实困境中将很难把气候问题置于

政治议程首位；“新主人”美国则受制于国内政治制度设计下的政治极化从而在根本上制约了美

国在气候问题上的作用；作为发展中大国与排放大国的印度其温室气体排放峰值还遥遥无期；中

国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如何实现绿色崛起也是困难重重⋯⋯ 

  多元化制度安排仍需探索 

  被称为亮点的多元化制度安排，并非看上去那么美。本次气候大会提出要吸纳如企业和地方

政府等非国家政府类参与者，为各国的气候政策提供有效的补充与支持。的确，作为温室气体的

排放源，企业以及地方政府富有更直接的责任，将他们纳入到治理体系中很有必要。 

  不过，保持良好预期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格外谨慎。如何保证这些多元化的参与者将气候变

化问题始终作为优先议题，在排放以赚取利润 VS 减排减少利润甚至付出成本之间，巴黎气候大

会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选择? 

  近来德国大众汽车的造假丑闻就是一个警醒，德国大众尚且如此，我们如何指望千千万万名

不见经传的小企业都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在利益面前岿然不动，在损失面前大义凛然，而一心

一意地埋头减排呢? 

  巴黎大会的多元化安排如何能保持初衷而避免事与愿违，很有太多功课要做。 


